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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广东西南地区的高雷半岛以及北部湾沿岸上岸水上人祭祖

方式的考察，试图回应弗里德曼所提出的问题，即环境的改变会不会引致亲属结构

的变化。本文调查的不同地点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本文引用“家屋”社会的概念

来理解水上人以轮流祭祀神明为基础建立的原有社会结构。上岸以后，水上人尝试

用宗族的语言来表达对自身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同姓、同祖、族谱和祭祖的仪式。

但是，向上追溯明确的祖先谱系仍不是影响实际生活的重点，人们更关心的是同辈

之间以及后代之间以房子 （在水上的时代是“船”） 为基础的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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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本地、疍家和福佬水上人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乍眼看，似乎和宗族的

问题无关：水上人是没有宗族的。但是，实际上，值得追问，这种差异是否只是因

为经济和居住环境而导致的不同生活方式，还是深藏着一个文化背景阻碍了多代父

系宗族的形成。当水上人上岸居住以后，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

———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有两本著作讨论华南的宗族：1958的《中国的宗族和社会》和1966年

的《中国华南的宗族组织》。他在撰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以检讨第一本书为出发点，他

承认第一本书是在刻意忽略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寻找社会结构的通论。当通论已经建

立，他认为是时候去探讨不同宗族形式以及不同亲属模式后的文化差异。弗里德曼

敏锐地关注到水上人 （疍家）。他认为，没有建立起父系宗族传统的水上人社会可以

与主要是陆上人建立的宗族社会相互参照。他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上岸之后水上

人的社会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从家屋到宗族？

———广东西南地区上岸水上人的社会

贺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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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里德曼来说，“上岸之后水上人的社会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是个逻辑性的

问题。也就是说，假如水上人上岸之后依然维持其原有社会结构，即没有建立起多

代的父系宗族社会，我们可以推论环境改变没有引致社会结构在亲属结构方面的变

化。水上人之所以没有建立父系宗族﹐可以说﹐是他们文化上的选择。反之，假如上岸以

后水上人开始建立多代的父系宗族，则可推论﹐文化上﹐水上人和陆上人都倾向建

立父系宗族﹐他们在水上居住时没有建立宗族﹐只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也就是

说﹐在建立父系宗族方面，水上人与陆上人之间的分歧不是源于文化上的差异。

弗里德曼的探索止步于此。但是，他的问题确实是关键性的。虽然﹐对他来说，

“究竟多代的父系宗族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对所处环境的反应？”只是了解水上人

对宗族思想倾向的一个逻辑性问题。对我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宗族思想推广后

有没有局限？也就是说，在没有条件建立宗族的社会，宗族思想是否仍然以一种理

想存在？有的话﹐为什么会存在？没有的话﹐

局限在哪里？这些问题关乎礼仪思想的局限

性﹐也是中华文化大一统的局限性。

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之下，2007年我开始走

访北部湾沿海的水上人，找寻可以和宗族组织

相参照的社会结构。我的田野分多次进行，访

问的地点主要包括广东省高州市鉴江沿岸平江

街的水上人社区，湛江市所辖的硇洲岛，以及

遂溪县界炮镇的文体村，雷州市的企水港、乌

石港 （见图1）。其中，高州鉴江沿岸水上人的

祭祖的仪式集中地展现出水上人的社会在上岸

居住过程中如何吸收与利用陆上人的宗族传

统。因此，本文从这一仪式开始讨论。

一、水上人的祭祖：朝会

高州市北郊平江街紧邻高州主要的水路鉴江，距离高州市区仅十五分钟车程。

图1 考察地点示意图

从家屋到宗族？

225



民俗研究 2010.2

在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是农村。但是，现在除了少量原有居民，平江街居住的绝

大部分是上了岸的水上人。村委会的干部介绍，过去这里称水上乡，文革时期为水

上公社，八十年代改为水运公司。七十年代之后，水上人才陆续上岸居住，他们上

岸的时间并不长。由于七十年代后，内河的水运迅速衰落，现在大部分居民都在陆

地工作，仅存极少数的人仍在江上打鱼谋生。

平江街没有祠堂，但是这里的水上人保留着一项特别的习俗———朝会。2 当地人

介绍，“朝会”就是同一个姓氏的子孙在每年或者隔年择一吉日，将所有的“太祖”

“请”到一处，共同拜祭。村民回忆，上岸以前就有朝会，过去在沙滩上进行，现在

则是在冼太庙后的空地上。平江街的杨、刘、吴、莫、李、梁、黄各姓都有这一习

俗，不过举行的时间各有不同。2007年10月，我考察了杨姓朝会。

杨姓朝会一般于隔年的农历九月举行。进行朝会的坛是临时设的，是由金属管

和塑料布搭建的棚子。坛的正前方挂着一幅画，画着一座庙宇，庙门写有“神光普

照”。画之左右各插了一面杨家将的帅旗。庙宇图以及帅旗显示出在仪式的过程中这

个临时的坛就是一座祭祀祖先的庙，也表明杨姓人自认为是杨家将的后人。

朝会开始前，陆续有村民将“太祖”从家里请来。他们请来的不是神主牌位，

而是一尊一尊的小神像。杨氏“太祖”一共有38位，包括：佘太君、穆桂英元帅等

杨家将故事里的人物，杨六国老、杨三总兵、杨一尚师、杨三国老等杨姓的神明，

还有一位如来佛祖。除了38位“太祖”，村民也把平日家里供奉的神像请来共赴盛

会。在仪式的过程中，道士迎请了众多神明，被请来的神用各色小旗代表。所以，

杨门太祖朝会不仅是太祖们聚会，也是众

神的聚会。村民请来的神像集中安放在坛

外的长桌上，仪式开始后才依照一张事先

准备好的“杨门太祖排位表”，一位一位

按座次请上神龛 （见图2）。

仪式进行了两天一晚。主持仪式的道

士从化州请来，也姓杨。领头的是三位年

长的师傅。他们介绍自己同为水上人，并

且和这里的杨氏共敬一个始祖———杨六国
图2 2007 年高州平江街杨氏朝会仪式

（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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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仪式的主要部分有：开坛、结界、六先锋、班兵、叹鸡、操兵、问米、落王母、

杀邪。仪式中有正一派道士的部分，也有闾山派道士和法师的部分。简要概括，仪

式的主要目的是请来天兵天将，驱逐社区中的邪煞。关于道士对水上人祭祀形式的

影响，笔者将另外撰文，加以讨论。

仪式的最后步骤是，村民通过问杯 （当地人称“骑教”） 的方式来决定38位太祖

的新去向，只有三次问杯都获得通过的人才可以请走一位太祖。这意味着，朝会开

始时村民带来的太祖和仪式结束后请回家的很可能不是同一位。同时，由于参与问

杯的村民要比太祖的数目多得多，很多村民无缘将太祖请回家供奉。下次的朝会，

村民们又会把各位太祖从家中请出，聚在一起享受供奉和盛筵。如此周而复始。

仪式的细节显示，水上人的朝会和我们所熟悉的宗族制度下的祭祖仪式有很大

分别。第一，杨氏所供奉的不是神主牌位，而是一尊一尊的小神像。第二，他们没

有固定的祠堂供奉祖先。平时太祖的神像驻于村民家中，每逢朝会则在临时设立的

坛中接受祭祀。第三，尽管杨氏人同意杨六国老是始祖，但是38位太祖之间没有固

定的谱系。并且，他们身份多样，有人、有神、亦有佛。第四，村民用问杯的方式

决定谁带走哪一尊太祖供奉，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确定也不在意自身和太祖之间的谱

系关系。

为什么水上人的朝会和祠堂里的祭祖有如此大的分别？杨氏族人提供的《石浪

杨氏族谱》可以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启发。3

《石浪杨氏族谱》 1951年创谱，1987年及2004年两次重谱。参照这三个年份的谱

序就可以看出整个族谱的编修过程。1951年化州的杨氏搜集“各房所记之谱”创立

该谱。1987年收入“元福公”一支。2004年重修之际“将高州东岸未上谱的嗣孙书

写入谱”。可见，化州和高州的几支杨氏水上人是在不同时期整合进入了《石浪杨氏

族谱》的。族谱申明了如何确定同宗共祖的原则：

我们认为天下杨氏一家也，何况在过去的高州府，杨氏散居的不外乎

都是石浪的仲荣，爵山的仲华这二兄弟的后裔，其他的分枝甚少。然而过

去的这些杨氏兄弟被摒之门外，皆因过去的当事人为祯偿 （作者按：疑作

“蒸尝”） 区区小利的原因。今天我们与化州的兄弟叔侄都一致认为一家颠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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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的历史应该再度把它颠倒回来，勿让它错了。所以我们把这部分兄弟

重新收入《石浪杨氏大谱》之内，恢复我们亲缘，让我们兄弟团圆，皆祖

宗有灵。4

在“天下杨氏一家”的原则之下，高州的杨氏当然可以与化州杨氏建立谱系上的联

系。

从对族谱构成的分析，同样可以推测出其编修的过程。族谱一共有两大册，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抄录山东兖州杨氏的族谱，第二部分从十世逢明公

（即杨六国老） 开始，大量篇幅都是关于逢明公在化州的三子，即一举、科举、贵举

三房的记录。高州东岸的杨氏放在荣举公之下，这一支的记录不多。荣举公派的谱

序坦白地说明了编修族谱时高州东岸杨氏历史的空白与模糊：

根据《逢明公房谱》记载：有关资料及高州东岸村送来新编《东岸村

杨氏族谱》前言的共同点，因前辈对族谱不重视以至遗失谱牒，无法查获

和寻踪。在今晚辈人尽记忆访查根源，这部分嗣孙实为荣举公之后裔。理

由：一、这两地方嗣孙之祖公均是撑船为活；二、解放前后即民国末期及

共和初期高州、化州两地嗣孙同一寺 （疑为“祠”字） 堂光宗耀祖和聚宗

拜墓，后因前辈个别人个性刚强主见及两地分离较远交通不便，接着破除

迷信二十多年之历史相隔等原因分离亲族。三、逢明公大房谱中注明逢明

公生下有四子，并第四子荣举公注有“驱逐不载”字样。现根据大多数公

叔认定东岸村嗣孙肯定是逢明公或逢昌公之后裔。至于是否是荣举公之后

裔不敢绝对肯定，有待今后继续查实，故此暂编入荣举公之编。5

这段序言显示高州东岸的水上人没有用文字记录谱系的传统。族谱虽然一再强调该

支与化州的渊源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是也坦白地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分离亲

族”，他们与化州杨氏建立谱系关系是近年才发生的事情。并且，杨氏公叔关于血脉

源流的讨论，更显示出在修谱之际他们在整合世系时的混乱。荣举公的“驱逐不载”

已表明在化州的族谱中其实没有找到高州东岸杨氏的记录。即便如此，他们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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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肯定是不是荣举公的后人。

从世系记录上看，荣举公是十一世，“从十二世到十七世因故失牒，无法衔接，

有待今后查明，现只能从十八世起字开具于后”，在族谱上十八世也只有一位祖先的

名字，十九世和二十世祖先有名字以及娶妻生子记录，至二十一世姓名、生卒年月

以及娶妻生子记录完整起来，族谱记录的最后一代是二十二世。这意味着从杨姓人

所追溯的荣举公直至十八世中间的记录都是空白的。完整的记录从二十一世开始，

最长者出生于1930年。也就是说二十一世恰好是编修族谱的那代人，他们只是对于

父辈和祖辈还有记忆，再往上便很难追溯了。可见，杨姓人按照宗族的谱系用书写

族谱的办法来确定社会关系是很晚近的事情，是上岸以后才开始的历史过程。到了

2004年，他们将自己的谱系与化州的杨氏连了起来。在连谱的过程中，高州的一支

被看成逢明公的继室所出后人。

除了以谱系追溯血缘的部分，族谱还有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诸位太祖的生平记

录。这部分的标题是“一堂神圣，二铺朝筵”6。族谱的记录中，太祖们都是通过

“修道出朝”而登临仙境的神仙。比如，“天门得道杨一尚书和统管水司杨二尚书千

年修炼出朝”，“勇冠三军先锋大将，由十三世祖铨通公修道出朝，封为游行英灵杨

二先锋，李氏封为内阁出圣显夫人。”但是族谱没有说明“修道出朝”的具体含义。

结合道教的传统以及在广东其他地区所见到的相似情况，我们可以对祖先即神

仙的现象有多一些的了解。客家地区的族谱中开头几代的祖先往往拥有郎名。陈永

海将这种现象与道教的“度戒”仪式结合来考察。他认为，成年男子通过度戒的仪

式取得类似于道士的郎名和法名，由此获得法力。由于度戒仪式必须由师傅将法力

传给徒弟，因此记录郎名的谱系，反映的不是血缘父子的承继，而是法力来源的脉

络。7 在高州，杨氏所供奉的“太祖”全部都有“修道出朝”获得法力的故事，这与

通过度戒而赋予凡人神力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比如，主持了在2004年族谱重修的杨

波枝在谱序中，既自称为二十二世的“嗣孙”，同时又以“杨一太师弟子”自居。8

杨波枝的两个称谓显然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为血缘，一为师承。

杨氏奉为开基祖的十世祖逢明公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修道出朝的神

仙：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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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祖逢明公在天启年间修道出朝，玉皇大帝封为通殿杨德君，游行

三界，后再封雷府得道杨六阁老长官，立显杨门朝主。9

另一方面，他又是明末的进士和知州：

十世祖逢明公是翰表公次子，为明朝天启戊戌科进士，赴仕广西奉仪

州知州。……长子一举公为一房，次子贵举公为二房，三子科举公为三房。

续黄氏生一子荣举公为四房，落叶高州东岸镇。房房丁兴财旺，支脉众多。

子孙大部分在化州水上，还有分布在高州、北流等各地。10

通过这两个故事，科举仕宦之人逢明公与朝会仪式上放在正中的神像杨六阁老，

高州杨氏的祖先与朝会仪式的核心———“朝主”结合了起来。不过，关于谁是杨氏的

朝主还有一段插曲。族谱记载，

杨大阁老在很久以前修道出朝，落血地头潭塘村。原来杨大阁老为杨

门朝主，后来禅让给杨六阁老，封为左部大阁老。11

杨大阁老“禅让”的故事，不仅改变的是朝会仪式中的排位和神仙的地位，也改变

了杨氏人追根溯源的支派。也就是说，杨六阁老也许并不一定是这群杨氏原有的

“太祖”，即使位列其中，也不是“朝主”的地位。在建立族谱的时候，他和逢明公

结合在了一起。而化州的族谱从逢明公开枝散叶， 高州杨氏某些公叔认定自己可能

是逢明公的后人，与化州的杨氏在谱系上建立起血缘关系。于是，逢明公作为杨氏

的开基祖在文字上确定了下来。相应地，杨六阁老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杨大阁老，

成为在朝会仪式的朝主。从在这个背景里来解读禅让的故事，可以推测朝主禅让很

可能是调和原有祭祀方式与新建宗族秩序的高明手段。

沿鉴江一带，用朝会的办法来进行社群整合是个普遍的风俗。化州的杨氏经历

了与高州杨氏相似的上岸过程，只不过他们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学习和模仿岸

上人的办法编修族谱。族谱详细地记录了化州杨氏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上岸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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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明公逐渐成为化州水上发源之祖，到今有三百余载，男丁共有六百

多人，现在发展成为化州水上的望族。十二世祖长房隆贤公，二房隆德公、

三房隆璋公、隆升公、隆云公离岸下船宏开基业，开始了用船运输货物的

生意。船运业生意兴隆，一帆风顺。水上走，银河流，一代接一代。帆船

越来越多，主要航线有化州、平定、宝圩、高州、茂名等。1964年改用火

力机轮客船，1965年发展到内燃机动船。到1968年钢筋水泥船取代了木质

船。开始成立水上人民公社，把原来私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改变成五个

船队，各大队都统一管理。后来，为扩大运输业的机构，由五个船队缩编

成三个大船队。各大队都要派机动船在各处航线拖拉非机动船。后来运输

社搞互助组，由一条机动船和三条非机动船组成一组。1978年水上运输货

物量超历史记录，为社会运输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到1980年，国家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公路修通了，铁路也开通了，陆地运输渐渐代替了内河运

输。1982年船只基本停航了，泊到鉴江南岸，征收土地，大办工业，大做

生意。公叔有的在工厂上班，有的开车载客，有的做买卖生意，有的挖河

沙，有的捕鱼，各显神通。各项各业应有尽有。杨门公叔落业在化州市区

各处，从此结束了水上生活，改变了以船为家的生活方式。12

生活环境的改变同样影响到朝会仪式的变化。据族谱记载：

杨门太祖立显排位伊始，基本上每年庆贺朝会，都是应平天诞 （九月

廿八）、罗杨诞 （十月十三）、太师诞 （九月十三），直到1950年都在官桥莞

塘中间沙滩举行。……1952年4月，“四清”运动期间，朝会停止召开。

1982年宝像采成，杨门太祖、天仙共三十二尊。于本年三月十六日晚在化州南

津江中船上开光驾像。1982年9月在靠化州大桥上游船上召开小朝会。1983

年9月也在靠化州大桥上游船上召开小朝会。1984年9月，三届堂主汇集，在化

州潦口江中用五条机船搭成楼台，隆重召开特大朝会。1985年至1995年都

在鉴江河中船上庆贺朝会。1996年起改在下街垌南堤新村庆贺朝会。2000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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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动各姓公叔赞助资金建成星钱瓦盖顶，水泥地板的固定朝会场所。13

在水上举行朝会的时代，每一次的朝会地点都不是固定的，或在沙滩，或在船

上。杨门的太祖数目并非固定。据族谱记录，民国时期，太祖一共有10尊。1982年

朝会仪式的时候，杨门公叔供奉太祖及天仙共三十二尊宝像。1987年，他们多供奉

了杨三总兵、杨五先锋、陈工夫人、李氏夫人等太祖以及天仙王氏仙姑的宝像。

1989年，再增加至40尊。民国时期，当杨姓人还生活在水上的时候，宝像的数目也

曾增加过。据族谱记录：

南官飞来同宗结义的都督杨一太师，有两像。二像的由来：在民国年

间，某地人去湛江经商，接太师宝像在店铺坐镇。后来老板生意兴隆，把

太师宝像送回。送到梅麓圩，恰好杨门公叔的船不在，只好送到钟门船上。

钟门某人不把宝像送还杨门公叔，公叔后来决定重新采回宝像。钟门某人

不好意思不得不把宝像送回给杨门公叔，从此太师就有新旧二像。14

可见当杨姓人还生活在水上的时候，这些立在船上的宝像，可以在水上人之间流转。

参与者本身以船为家，生活流动，因此每次参与仪式的人很难完全一致，他们依靠

神与神的聚会来建立联系。当水上人“结束了水上生活，改变了以船为家的生活方

式”，流动的、临时的朝会地点也变成了瓦顶水泥地板的固定场所。

仪式材料和族谱材料展示，高州东岸上岸不久的水上人正处于模仿和借用宗族

的传统来改变或描述原有社会关系的阶段。文字开始影响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使

用文字在谱系上建立社会关系。但是，在这个宗族的外衣之下包裹的是一个有着久

远历史和根深蒂固影响的水上人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祠堂只是一座临时的坛，

血缘的系谱混合着满堂神仙。

二、神明祭祀与社区结构：以硇洲岛天后诞为例

硇洲岛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硇洲岛，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南3.5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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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湾港口与雷州湾口之间。岛略呈长方形，似盾状，面积56平方公里，是广东省

最大的火山岛。全岛今属湛江市硇洲镇，人口4.3万。硇洲渔港是国家中心渔港，盛

产鲍鱼、龙虾，岛上的村民虽然上岸居住，不少家庭仍在打鱼。

硇洲岛津前村的津前天后宫是岛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一座神庙。津前天

后宫前临硇洲水道，且处于水陆相接的集市之中，常年香火鼎盛。当地人称，该庙

建于正德元年 （1506）。庙内宣传栏展示了庙内保存的万历三年 （1575） “海不扬

波”匾。笔者亲眼所见的主要是清代文物，包括：乾隆二十九年 （1764） 的铁钟，

道光五年 （1825） 的宝炉炉座以及光绪六年 (1780) 的“海国帡幪”匾额。其中，铁

钟的铭文是非常难得的清代资料：

罟长吴官招罛，黄富上、郭建现、黄国贞、何启上、林奂聚、石广富

罟丁众等仝□洪钟一口重一百二十余斤，在□硇洲天后娘娘殿前□□□□。

旨乾隆廿九年□□吉旦立。文名炉造。

资料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其中的“罟长”、“招罛”、“罟丁”等字眼显示当时渔民

中已经有了某种组织。他们共同铸造铁钟，进献于天后宫。道光五年宝炉炉座铸有

“津前天后宫”大字，铭文未说明敬奉者身份，仅曰：“沐恩弟子郭□□村□□等□

□宝炉一座重四百余斤敬。岁道光五年。”光绪六年的匾额则为吴川县硇洲司巡检葛

诚所敬献，当然表达了来自于官员的认可。这几件实物正好显示了至少在清代津前

天后宫已经是庙宇形制的建筑，并且拜祭者既有渔民，也有官员。

1939年当地人在天后宫创办了岛上第一所小学 （1978年从天后庙迁出）。1949年

年底1950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属部队，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的时

候，指挥部就设在天后宫，今天天后宫设有纪念馆以及纪念雕塑。可见，不同时期，

津前天后宫都与国家认可的象征符号：祭典神明、民国小学、渡海解放海南的指挥

部相结合。

津前天后宫本身是一组以天后宫为主体，包括观音堂和雷神庙的建筑群。天后

宫供奉四尊天后，正殿供奉其中三尊。这三尊神像高大辉煌，常驻庙中。观音以及

两位雷神也常年驻于各自的神殿。此外，还有一位“金身军主天后圣母元君”，当地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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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金身妈祖”。这尊天后神像与其他三

尊不同，像高约二尺余，安于一座纯银镶

金的神龛，移动方便 （见图3）。金身妈祖

不驻于庙，而驻于“缘首”家中。所谓

“缘首”，是天后宝诞期，道士卜杯选出的

十二位津前村的村民。金身妈祖在每位缘

首家中驻一个月，依次轮流，如此一年。

第二年天后诞，金身妈祖回到天后宫。神

诞尾声，再进行新一届缘首的卜选。就整

个天后宫而言，每年在正月岁首祈福之际，

也会以卜杯的方式选出12位“福头”主理

庙内事务。另外，每逢新春年节以及诸神

诞期，华光、哪吒和班帅等三位驻于缘首

家中的神明也会来到天后宫同赴盛会。

2007年11月以及2008年4月，我先后两

次对硇洲岛进行田野调查，第二次重点考

察津前天后宫的天后诞。在硇洲岛，祭祀

神明通称“上坡”或“拜坡”，意指在海边

的高地祭拜。天后诞于每年农历三月举行，

故又称“三月坡”（见图4）。

仪式表演细致地展示了神明祭祀的实际运作情况。仪式分四天进行，前三日道

士与福头、缘首均斋戒吃素，供品也尽为素食。其中，农历三月二十日迎神，二十

一日祭祀拜忏，二十二日信众到庙参拜。迎请众神之后，道士每日于早、午、晚三

次拜忏。十二位天后宫的当值福首和十二位金身妈祖的缘首始终紧随道士一同礼神

参拜。

二十三日是仪式的高潮。这一天的仪式围绕着新旧福头与缘首的交接展开。凌

晨三点，举行朝礼，道士请出岛上众神，接受参拜。道士每念一位神明的名号，福

头和缘首就行跪拜之礼，目的在于请妈祖原谅福首和缘首一年来的不周之处。朝礼

图3 硇洲岛津前天后宫的金身妈祖

（作者摄）

图4 硇洲岛津前天后宫三月坡仪式

（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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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就代表着一届缘首职责的结束。

朝礼之后，开印颁符。随后，神人皆开斋。远远近近的信众设起的供桌达数百

桌之多，场面壮观。当地人称，过去一条船备一桌供品，现在则以户为单位。每一

户供品主要包括一只鸡、五碗米饭、五杯茶、五盏酒，以及果品。有的人还供奉金

猪。

在是日的午忏中，村民在天后与金身妈祖身上披上了写有缘首姓名的新披风。

这一仪式表示神肯定了当届缘首完成了该年奉祀神明的职责。历届福头和缘首都会

将姓名留在了天后层层叠叠的披风上。随后，道士在天后宫的大门外卜选新一年的

缘首。

津前天后宫的天后诞所祭祀的四位天后包括了驻庙和驻家的两种，因此其整合

的人群范围也有所不同：祭祀金身妈祖的福头以及缘首只能由津前村村民充任，非

津前村的人没有资格参与。天后宫的年节庆典以及日常运作都是依靠福头和缘首的

合作进行。但是，津前天后宫还有三尊常年驻庙的天后，非津前村村民在不清楚金

身妈祖的运作方式的情况下，仍可以到庙里来祭祀天后。

硇洲岛一共有101条村，在多个村落我们都见到了以缘首的办法供奉的妈祖，当

地人称这些妈祖为“军主”。并且，各“军主”之间有某种地位高下之别，如前所

述，津前村供奉的是“金身军主天后圣母元君”。我采访的谭道士称，按照各军主之

间“金玉满堂”的排序，“金”字当头。

就整个硇洲岛而言，整合全岛各村的最关键的神，实际却是当时轮驻于赤马村

的康皇与车帅。康皇是岛上最大的神，每逢正月游神，必须由其先行。与轮流供奉

康皇和车帅的范围相比，供奉金身妈祖的范围，显得小许多。因为岛上所有的乡村

分为六班来供奉这两尊神，这意味着，每班都有许多乡村参与其中，达数百户之多。

逢康皇诞，举行朝修仪式，道士主持卜杯，选择供奉康皇的村民。参与卜杯的单位

是户。如果卜杯得中，即使该户搬迁到其他地方去，也会把神请到异乡供奉。康王

诞于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九、初十和十一举行，地点不是在供奉者的家里，而是在坡

地上。谭道士介绍，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坡上打”。仪式进行的时候，道士用十四

面旗子围成一个“营”。15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硇洲岛神明信仰体系与不同地域范围之间的关系：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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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神从祭祀的方式来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驻庙神明，一类是驻

家神明。乍一看只是祭祀地点的分别，但是其背后却体现出不同的传统。驻庙神明，

有固定的祭祀地点，比如津前天后宫。就建筑本身而言，津前天后宫非常重要，它

提供了一个至少自明末清初就已存在的固定祭祀地点。有地点，才会有题匾、钟、

鼎、碑刻等文字和实物资料保留下来，才便于讲述、创造以及正统化其自身的历史。

天后宫建筑从神庙到学校，再到解放海南的作战指挥部的演变，正说明这里已成为

了不同时代政府动员与教化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固定地点祭祀的神明可以向所有

的信众常年开放，因此天后宫有条件培养超越硇洲岛范围的信众。

但是，硇洲岛岛上的村民其实是不同年代上岸的水上人，在庙宇内祭祀神明在

当地不是历史久远的普遍现象，今天所见的庙宇，大多为近年新建。没有固定的地

点，以轮流的方式供奉神明，才是植根于水上环境的祭祀传统。以轮流供奉为基础

建立的组织，不会随时向所有人开放的，外来者很难弄清楚究竟哪一尊神何时供奉

于哪一位缘首的家中，因此参与者必须是明白其俗例的人群。显然，这样的方式有

利于祭祀群体内的整合。不过由于没有固定的地点，神明的历史更多地只能在口传

和仪式的等非物质的层面保存下来。

在三月坡的仪式显示，拜祭者通常以户为单位。这与过去水上人以船为单位相

配合。户之上，则是由神明祭祀整合而成的，不同范围的社区。康皇和妈祖的轮祭

范围相比较，妈祖整合的是一个乡村内部的村民，而康皇的祭祀则建立起跨村际的

联盟。

硇洲岛全岛姓氏众多，但有三大姓之说，即一谭二梁三窦。我所访问的窦先生

掌管着津前天后宫，是岛上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藏有的《窦氏族谱》分两个部分：

窦氏家族溯源以及窦氏历代名人录。族谱在世系图部分以黄帝为始祖，最末一代115

世，其中几乎均为单线，缺漏甚多。比如从2世直接连至69世，87直接连至101世。

族谱也称其为“断续世系图”。整部族谱表明编修者无法整理出连续的世系，当地人

原先没有记录谱系的传统。关于硇洲岛一支仅书寥寥数语：

再次是长房正宗公子孙，也于当年避难逃往硇洲居住，开发于今三百

余载，十余村落，约人口五千人，由于当地宗族观念薄弱，至今仍不重视

236



编谱，也无历史记载。我们只知道历史记载道光二十年 （1840） 十五世祖

振彪将军出生于此。16

窦振彪是硇洲岛那甘村人，道光二十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旋调任福建水师提督，鸦

片战争曾抗击英军，道光三十年卒于任内。咸丰元年 （1851），窦振彪归葬于硇洲岛

北港糖房村，墓园至今尚存。族谱记载，民国十六年，吴川大寨窦姓人将窦振彪之

纪念祠扩建为窦氏大宗祠。这部《窦氏族谱》主要是由吴川窦姓人编修而成。因此，

硇洲的窦氏族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该谱中提及，为了将硇洲一支连至吴川的房支，

硇洲一支作为长房正宗公后裔，于明清之交的战乱逃到硇洲。没有任何的资料说明

硇洲窦氏开始编修谱系。

虽然没有祠堂，族谱也没有明确的谱系，但是当我们提到宗族的时候，窦先生

还是会讲一个祖先开基的故事。在口述的故事里面，硇洲岛的窦氏人将自身的历史

与宋皇的历史联系起来。窦先生说，宋帝赵罡、赵昺为逃避元兵逃至硇洲，开设帝

基，建造行营。岛上的窦姓都是为了保护宋皇于宋代迁来。前文提到的赤马村，又

称“宋皇村”。在岛上，还有宋皇井、翔龙书院等遗迹。

硇洲岛与高州在祭祀神明的方式上有类似之处。二者都以卜杯的方式，选出缘

首或福头轮流奉祀神明。二者之别在于，高州的水上人以相同姓氏为基础。因此，

朝会的太祖被村民视为了宗族的祖先。而硇洲岛的神明没有相同的姓氏，拜神的仪

式并没有演变成祭祖。

三、水上人祭祖的普遍性与差异

前两节以高州和硇洲岛为例，讨论水上人上岸以后祭祀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社会

演变。本节将以广东遂溪县界炮镇的文体村，雷州市的企水港、乌石港为例，进行

讨论和比较。2009年3月，我先后走访了这些地区,它们都是北部湾沿岸的重要渔港。

这四处地方，每一处的祭祖习俗都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一段，我先细述每处的访谈

情况及当地的风俗。至于这些风俗的连贯性则留待下一段，即本文的结论，再作交

待。

从家屋到宗族？

237



民俗研究 2010.2

遂溪县界炮镇的文体村位于遂溪西海岸最北角。该村有天后宫，有文武庙。村

里的人自称全部是渔民，整条村都以海为生。当我们问及是否会祭祀祖先时，当地

人称，他们拜祖公。村里的袁先生带我参观了他家的祖公屋。所谓“祖公屋”，就是

一个类似小庙的房子，平时大门紧锁。里面供奉的不是神主牌位，而是一尊香炉。

每逢初一、十五，子孙就会来此装香祭祀、敬奉香茶。参与祭祀者只有自家子孙，

并不包括旁支亲戚。在农历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天后诞期。村民从外地请法师

到天后宫来做法事。家人会到祖公屋祭拜，香炉并不请到天后宫去。只有家中有丧

事之时，祖公香炉才会请至天后宫。袁先生说，主持仪式的师傅能在香炉前请出他

家的几十代祖先。但是，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请了哪些。

文体村有8大姓，每姓之人都有祖公屋，有的姓氏还不止一座。袁先生家的祖公

屋紧邻着孔姓祖公屋。袁先生说，在船上的年代，船头会放香炉。至于什么时候将

香炉特别请到祖公屋里面祭祀，他也记不清楚了。他仅能记得解放前当地就已经有

祖公屋。

比较祖公屋与祠堂，有如下不同之处：其一，祖公屋供奉的不是神主牌，而是

一尊代表所有祖先的香炉。其二，祖公屋的祭祀者限于一个小家庭，旁系亲戚不包

括在内。这样的祭祀范围与水上人以船为单位的家庭规模相适应。

企水港属于雷州市企水镇，人口一万多人，渔民占了一半以上。直到今天仍有

老人在艇上居住，没有上岸。当我在海边走访这些老人的时候，满头白发的阿婆唱

起了即兴创作的咸水歌。企水港有六座神庙，分别供奉陈王、雷首、财子、法令公、

邬王以及忠王。每年正月十五年例之际，当地人都会卜杯选出十个头人，负责所有

庙宇一年内的事物。

在企水，我采访到了一群妇女，她们对于水上人家庭祭祀的介绍给了我很多启

发。我和她们的交流是这样开场的：当时，我正在访问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梁先生，

文化站的干部同时也邀请了十余位年长的妇女参与座谈，年纪从60多岁到80多岁不

等。访问刚开始的时候，主角是梁先生，妇女们都没有说话。梁先生70多岁，行船

为生，年轻的时候住在小艇上，在没有机器的年代，利用风帆，常驰船到越南。他

比较熟悉的话题是政府对渔民的政策。但是，当问及家庭以及拜神方面的问题时，

他比较沉默，而坐在我们背后的妇女们则热闹又热情地介绍开来。虽然她们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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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识字，但是她们对我所有的问题，都能非常迅速地领会并给与解答。我的注

意力一再从男性的受访者转向驻在我们身后的女人们。

妇女们提到，生活在船上的时候就在船上拜祖公，代表祖公的办法很多，有香

炉，有神像，即“木头公仔”。提到这些神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称“祖公”，有时

候又称“家神”。他们说，只有家庭里有事，才会请道士。所谓“有事”，在当地人

看来是指家庭遭遇危机或不顺的情况。这个时候，几“房”人会把各自的祖公放在

一起祭祀。当地人称这个仪式为“大宗事”。虽然他们用了“房”这个字，但是他们

的“房”是一个局限于船的规模的家庭单位，而不是一个多代际的具有无限可扩展

性的世系分支。这些家庭用以代表祖公的神像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因此，大宗事

的时候请出去的是整堂的祖公。仪式结束，各“房”又把各自的祖公请回自己的家

庭。虽然大宗事与高州的朝会类似，但是在企水这些家庭带来和带走的祖公必须相

同，用他们的话说“一点点都不能错”。同行的干部也明确表示知道大宗事。妇女们

说，他们没有族谱，但是按照排字辈的办法来取名字，所以从名字可以分得出前后

辈。

访问之后，我拜访了受访的一位阿婶的家。她家祖公的神龛安在二层小楼的阁

楼上,平时不轻易示人。神龛内有13尊小神像和两块神主牌。一块神主牌写有“本家

先位众神老幼之位”，另一块则是新近去世的老人的神主牌，书写了明确的姓名。从

神龛的布局来看，这里混合了两种不同的祭祖方式：以神像代表祖先以及以神主牌

代表祖先。从水上人的神龛的形式来看，二者并存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神主牌所列

祖先的代际来看，这是近年才采用的祭祀方式。在没有明确系谱的情况下，要将神

主牌的方式吸纳进来，折中的办法就是将所有的祖先都抽象地列于一个统一的神主

牌之上。

在雷州西南部的乌石港，上岸后的水上人家里也供奉着类似于企水港的神像。

但是，这些神像并不完全是祖公，还夹杂着其他的地方神。在我采访的一家人的神

龛上，供奉着17尊小神像，前面8尊是祖公，后面9尊是地方神。安放在一侧的小神

主牌写着“本堂香火列为众神，本郡家先历代之神”，可见这些神像的安放者很清楚

地将它们分成了两类。从神像的外形看，祖公与小神也有细微的差别。小神的服饰

与庙里所见相似，只不过每尊高不盈尺。祖公的服饰则较多地体现了现实社会的风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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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如，有的祖公头戴军帽，有的祖公骑上了摩托车。当地人非常兴奋地和我提到，

有些人家甚至都让祖公开飞机了。但是，当我们向这家人请教这些神像的名号时，

村民无法回答。神龛上的榜文、令旗以及法印，表示做仪式的道士是清楚神像名号

的人。令旗上书写着9尊小神的名号以及各自调兵遣将的能力，但却完全没有出现祖

公的名讳。这些透着生活气息的祖公，与水上人的生活水乳交融。当地人似乎完全

没有考虑和在意是否应该用符合正统的礼仪的神主牌来代表祖先。当问及有无家族

等问题时，乌石港的受访人也表示他们没有族谱，但是按照字辈来取名。

从对北部湾沿海几个渔港水上人祭祖方式的观察，我注意到：头脑中的祖先观

念与祭祀祖先的办法是需要分而论之的。从表面上来看，界炮镇文体村、企水港以

及乌石港的水上人都有家族的观念。表现之一是他们按照字辈来取名，在名字上可

以区别前后辈的关系，但是他们只能记得晚近的几代祖先，没有办法追远。他们选

择了不同的物质载体来代表祖先，有香炉，有神像，也有神主牌位。物质载体上看

似细微的差别反映出这些水上人在家庭结构以及记忆历史方式上的分别。文体村的

水上人上岸以后将船头的香炉放进了一栋小房子———祖公屋，祖公屋还没有发展成

为祠堂。并且，在用香炉代表祖公的情况下，文字参与祖先记忆的分量非常有限。

从完全抽象的非文字的香炉要转变成以谱系为基础的神主牌，至少还需要将文字书

写的谱系整合进来。企水和乌石港用神像代表祖先的现象，大概也与水上人本身没

有文字的传统相关。但是与香炉比较，神像把祖先具象化，也就是说一尊神像代表

一位祖公，一堂代表一个家庭，不同家庭之间的祖公在形象互相区别，在仪式的层

面又可以组合与创造。在这两个渔港，都已经出现神主牌的拜祭方式。以神主牌的

方式拜祭的主要是新近去世的祖先，也有用一块神主牌笼统地代表所有既往祖先的

情况。可以推测，这正是水上人上岸以后受到的陆上人礼仪的影响。

四、从家屋到宗族？

如何理解水上人原有的社会结构？人类学者Janet Carsten以马来半岛的渔村为研

究对象，用“家屋社会”的概念来分析马来半岛的水上人的陆居村落。那么，“家

屋社会”的概念是否适用于广东西南水上人社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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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提到“家屋社会”或者“家社会”的人类学者都从李维斯陀 （Levi

Strauss） 开 始 溯 源 ， 尽 管 他 对 此 的 讨 论 并 不 多 17。李 维 斯 陀 讨 论 的 是“家 屋

（house）”。在他的解释里，“家屋”基本上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贵族家庭制度，不是

指一座建筑，而是指一个与继承、荣誉、物质等等连接在一起的控产的机构。这恰

好类似于中国的“房”。李维斯陀的“家屋”当然不是指建筑意义上的房子。Janet

Carsten 赞成李维斯陀提出的用“家屋”的概念来进行社会的分类，这样，进行社会

分析和讨论的就不仅限于是谱系 （lineage）。不过，Carsten以马来半岛的村庄为田野

点所勾勒的“家屋社会 （house societies）”恰好是以在建筑意义的房子而建立的社

会，房子是核心。18 可以说，Carsten是继承了李维斯陀用“家屋社会”去抨击只看到

谱系，而无视当地人自身传统的学者。不过她所赞成的将“家屋社会”聚焦于房子，

恰好是李维斯陀所反对。本文觉得Carsten的研究对理解水上人社会有所启发。

在Carsten研究的渔村，“家屋”是社区的核心，而每一个“家屋”的中心就是

灶。人与人的亲疏在于他或她与这个房子的关系，通过在共同的灶里面吃饭，大家

成为兄弟姐妹。这不需要事实上的血缘，也不是按照宗族的原则确定明确的父子长

幼关系。在这个社会，线形的祭祀关系不是重点，人们关注在亲与不亲，而亲与不

亲又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所以亲属的圈子可以变动和伸缩；向上追溯明确的祖先谱

系也不是重点，人们更关心的是同辈之间以及后代之间以房子为基础的亲疏。同时，

房子还是社区关系的复制，社会关系就体现在一个扩大的房子里。19

在我所看到的水上人的社会，在以船为单位生活的年代，船与船之间的关系是

依靠放在船上这些神明来建立。正如在沙滩举行的朝会以及“大宗事”，平时祖先是

一群放在船上的神。到了特定时期，船与船之间的联系就体现在仪式的空间里，这

个空间不是祠堂，不是庙宇，也不是其它的固定建筑，而是一个临时的坛。这样的

组合社会的方式不是确定的，可以不断地组合和流动。当船上的神明聚会之时，一

个群体的社会就在那样的特定场合展演了出来。在这样的社会里，船的角色和家屋

社会的房子是很配合的。随着船的移动，船上的神明可以与不同的水上人社区建立

关系。

回到弗里德曼的问题，当水上人上岸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环境改变会不会引

至社会结构在亲属结构方面的变化？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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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上生活的年代，船的空间以及流动的生活无法容纳和维系稳定的多代际亲

属结构。广东西南地区水上人社会也显示出与Carsten所描述的马来亚渔民社区相似

的家屋社会特质。但是，上岸以后，改变了船居的生活状态，是否意味着一定会走

向建立多代际的亲属结构？在Carsten 的例子里，水上人上岸居住的时候也看不出有

谱系的影响。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上岸的水上人都会从家屋社会走向宗族传统。

与之相反，广东西南地区上岸的水上人恰好处于从原有的家屋社会向宗族结构的变

化过程中，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两套礼仪的叠合。也就是说，这群水上人上岸

后建立宗族是他们文化上的选择，不是对环境改变的自然反应。

今天的观察和年长者的回忆可以与民国期间的调查相参照。民国二十三年，岭

南大学社会研究所的伍锐麟、陈序经等教授曾调查广东三水河口的疍民。陈序经先

生概述道：“疍民的家庭，多为小家庭制。因为他们住居艇舶。地方有限，故疍民

子女结婚以后，多分裂为小家庭，住别艇舶。间有三代同住一艇的，然而为数很

少。” 他将水上人小家庭的生活方式等同于“家族观念薄弱”，并有如下解释：

现在一般疍民的家族观念，似乎较为薄弱，其原因有三。第一：他们

完全浮生水上，亲属移动较剧。第二：艇舶能容的人数有限，男女结婚后

分住他艇。第三：他们既少谙文字，谱系不通，相传过三四代后，世系已

不复辨别了。此外疍民聚居的地方，多在通都大邑，都市地狭人繁，不适

于大家庭制，故疍民的家族观念非若中国一般农村社会那样浓厚。20

当时调查者的结论是船居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大家庭的形成，居住在一条船上的

单位以小家庭为主。但是，陈序经先生又补充说明“疍民亦并非无家族组织的”，他

说：

疍民的姓氏，是本来固有的，抑或受过汉族的影响而始有？这里我们

打算不详加讨论，但是他们为着同姓而像陆上居民有一种家族共同意识，

是随处可以见到的。在广州的沙南，据我们调查所得，凡是同姓的人，多

居住在一个地方。他们迁来沙南，大约是在乾隆年间。初来这里的不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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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姓，而同时也只有三四家。他们多数是在河里逐渐迁到河岸，其后子孙

增多，更进而搭栅居住，有些填地建屋，同一祖宗分派出来的子孙多住在

一块地方。

广东三水河口的水居疍民，同姓也多住在一块地方。如姓吴的艇舶在

西北的一带；姓邱的则集中西南一带。正像乡村里的同姓的人们住在一块

一样。又在肇庆的疍民，大致上也因姓氏的区别为若干区域的，在梧州的

疍民，也有几个地方是姓林的较多。

……

三水河口吴姓疍民，于清末的时候，更建筑宗祠。这当然是疍民宗族

意识发达的表现。祠堂在河口的西北岸。他们大半以渔业为生。他们为着

同姓的兄弟，得到永久的团结，便联合起来建宗祠。据说当地举人吴朝亮

对于疍民建立宗祠帮助颇大。他本来是三水的绅士，曾当过三水县立中学

校长，现任西南第十一小学校长。他是陆上居人，可是因为与这些疍民同

姓，疍民常被陆上人们鄙视与压迫，所以吴姓的疍民，乃依赖吴朝亮的资

望，以得到许多的方便。故疍民即当他为他们的同族了。

疍民之有祠堂者，虽然不多，但有族谱或家谱的却是很不少，这也可

以表现疍民家族观念的一面。…… 21

从陈序经先生的描述来看，清末民初，三水的水上人已经开始了上岸的过程，比广

东西南一带为早。三水上岸水上人的组织多样：有的“凡是同姓的人，多居住在一

个地方”，有的“填地建屋，同一祖宗分派出来的子孙多住在一块地方”，有的“为

着同姓的兄弟，得到永久的团结，便联合起来建宗祠”。

陈序经先生特别注意到同姓的问题，在他看来同姓与家族意识具有等同的意味，

如“他们为着同姓而像陆上居民有一种家族共同意识”。但是，陈序经先生没有进一

步分别出究竟这些水上人是以同姓神明为基础而建立的同姓关系还是以血缘系谱为

基础而建立的同姓关系。这两种同姓关系表现的是根植于不同环境下发展出来的两

种完全不同的传统。

同样的，从广东西南的几个水上人社区祭祖的情况来看，以船为单位的水上人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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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岸以后，其结构有着多种的演变的可能。高州地区水上人的朝会显示，他们正

在尝试用宗族的语言来表达对自身的认知，这些语言主要体现在同姓、同祖、族谱

和祭祖的仪式。然而，朝会不是宗法制度下的祭祖礼仪。从对族谱的分析，也可以

看出用谱系和文字来建构和确定社会关系是很晚近的，长久以来他们自身并没有一

个谱系的传统。硇洲岛的乡村没有模仿宗族的办法，他们主要依靠神明轮流祭祀来

维持社区的整合。不过上岸以后，露天的临时的“上坡”逐渐演变成在固定的庙宇

中进行的“庙会”。在遂溪县的界炮镇，水上人模仿陆上人的做法，将祖先供奉在一

座建筑物———祖公屋里面。他们尚未有明确的谱系，只是用香炉来代表所有的祖公。

在雷州的企水镇和乌石镇，村民有房与字辈的观念，但是，他们的“房”用一堂家

神来代表。进行仪式的时候，则把有关系的几堂家神放在一起祭祀。

很明显的是，水上人是有宗族的概念的。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谱系是什么，

但是他们强调水上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了字辈取名，他们明白字辈是以男性为

主的谱系。可见，在没有条件建立“家族”的时候，“家族”是以一种理想形式而

存在着。上岸以后，物质环境容许“家族”理想进行实践。但是，上岸后的水上人

并非按照一个实际的标准模式，而是根据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来创造着“家族”传统。

于是，新的礼仪没有完全取代旧的结构，两个传统叠加在了一起，并呈现出了多样

的形态。正如，高州的水上人笃定“朝会”就是家族祭祖。刘氏朝会高悬“饮水思

源”横幅，且称新修的族谱有十几册之多，家族源流可追溯至“刘邦”。同时，他们

祭祀的“老太神”里有众多非刘姓的神明，比如马国尚师、仙女大神、程大元帅、

吴仙金轮。当地人并不认为在刘姓人的祭祖仪式上供奉的诸多神仙，并且还有众多

非刘姓的神仙有何不妥。

如何来理解这种多样性？

人类学者华德英研究过香港新界渔民乡村，她注意到当她跟当地人提到寡妇不

能再醮的时候，村民们的回应是：也许您弄错了。这可能是你们外国人的俗例禁止

她们再婚吧。我们中国人当然会让寡妇再婚。

很多学者听到同一句话，大概会认为是这些水上人错了。华德英虽然也承认很

多文本的记录证明中国有歧视寡妇再醮的传统，但是，她从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

并非否认水上人的看法，而是认为当地人所认为的中国传统的模式，可能就是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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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不一样。

早在1950年代李维史陀提出在建构土著社会的时候要把当地人如何看自身社会

纳入研究的范畴。当地人怎样看自己，李维史陀称之为意识模型 （conscious model）。

华德英赞同李维史陀的见解，但却不满意他简单地认为当地人只有一种模式来表达

自身认同。她认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里都有至少三个意识模型：第一，对自身

的社会以及文化制度的构想 （自身模型immediate model）；第二，对正统社会与制度

的构想 （意识形态模型ideological model）；第三，对周围其它的社会文化社群的构想

（居内观察者的模型internal observer’s model）。换句话说，就是水上人对水上人的看

法，水上人对正统社会与制度的看法，水上人对旁边的人的看法。这三个看法都不

一定等同外人对水上人的看法 （局外观察者模型 external observer’s model）。22

华德英认为，因为种种理由，自身模型与意识形态模型越拉越近，但是，自身

模型与局内观察者的模型则越变越远。当地人对正统社会与制度的构想，为他们提

供了何谓正统的标准。他们一方面不断追求，另一方面亦明知永难达到。追求正统

的成功与否，部分当然取决于客观环境 （例如可否在船上建祠堂），但是，也同时取

决正统礼仪形态对不同环境的指引与当地人对正统礼仪的认知。在正统礼仪越没有

明确指引的领域，可存在的变异性就会越大。由于家庭是水上人和岸上人共有的关

系，与所有人相干，华德英认为必定会受到意识形态模型的强烈影响。于是，我们

需要考虑广东西南的水上人可以通过怎样的渠道接触岸上的亲属模型，以兹认识、

想象与模仿。这里不存在一个可以即时实践的标准答案，最直观的媒介包括建筑物，

如祠堂、庙宇；可以传抄的文字，如族谱；另外，还有仪式专家，如道士的影响。

从前文的讨论显示，广东西南一带不同地点的水上人选择了不同的象征符号作为他

们与意识模型拉近的工具。

综上所述，广东西南一带上岸的水上人正处于从以轮流祭祀神明整合社区走向

模仿宗族，用谱系建构社会关系的阶段，但是新的礼仪没有完全取代旧的结构，于

是两个传统叠加在了一起，并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回应弗里德曼的问题，在南中国，

水上人与陆上人的分歧不在于文化的差异，没有一个文化的背景阻碍多代际父系宗

族的形成。由于意识形态模型需要按照自身的想象去靠近，因此会存在观念上的一

致性与实际表现的差异性共存的现象。这正是一个以礼仪为核心的社会的常态，也

从家屋到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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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一统文化的张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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